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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代东亚朝贡体制的再思考
∗

徐　波∗∗

内容提要 古代东亚朝贡体制所体现的“大一统”与“天下”观念

妨碍了古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这一体制或华夷秩序并不以平

等为基础,也并非完全依靠和平方式建立和维持,一旦有人挑战这种

秩序,朝廷不惜使用武力,这与现代国际关系理念背道而驰.朝贡体

制具有相当强烈的内向性,是帝制政府彰显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工具,

朝廷希图彰显“万邦来朝”盛况以显示威力、渲染太平、满足虚荣心,

但却严格控制海外贸易、厉行海禁,毁灭了中国海商一度取得的成

就,从而使当时的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在大航海时代即将到来时却

失去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一些理念和构想与

实际运作中的朝贡体制之间有明显差距,不应夸大这一体制对中国

今天对外关系实践与理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对外关系 古代东亚朝贡体制

大一统 天下观念 不平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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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代东亚朝贡体制的研究,①正在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取得深入进展.

从历史来看,对朝贡体制的研究始于对该体制在清代状况的研究,并兼及清代

体制的直接前身———明代朝贡体制,②而目前研究已逐渐远及两汉以降的各个

历史时期,该体制自源头开始的整体发展沿革都在日益进入研究者的视野.③

从横向看,该研究与对古代中国天下观念及天下体系、世界历史上的帝国现象

等的研究日益结合,扩大了研究的视野.

与以往主要是历史学界的研究不同,目前涉及这一课题的学者所在的学

术领域也在扩大.其一仍是历史研究领域.研究对象是朝贡制度本身,注重

对历史纵深的考察,资料来源主要是历代尤其明清时代各种典籍文献、档案文

物等,也包括相关境外文献.所涉及问题既包括中国古代天下观念、国家制

度、华夷意识、外交体制、对外关系发展脉络和朝贡关系的起源、性质、特点、作
用、局限、衰亡等宏观方面,也涉及贡礼、贡物、贡道、贡期、贡使、朝贡规模、朝
贡管理机构、朝廷回赐与册封、朝贡贸易、朝贡文书,以及与具体国家的朝贡关

系等微观方面,且往往与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交流史密切相关,研究成果

丰富,在一些对外交流史等领域著作中也包含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可以说,这
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国际关系领域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部分知识基础.

其二是国际关系领域.这一领域学者更加注重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

究和借鉴,注重中国对外关系传统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比较研究,注
重使用境外资料(但多为国外学者的既有论著,鲜见挖掘境外原始文献者),偏
重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待历史,研究目的在于从历史经验考察观照现实中国的

对外关系、促进国际关系学科“中国学派”的创建和中国对现实国际秩序的构

建,为当代中国对外实践提供借鉴的目的非常明显,学术成果以散见于各国际

关系领域学术期刊中的论文为主.

还有一些其他领域学者以跨学科研究方式提供重要论述,且这些论述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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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许多研究者认为,古代东亚在各个历史时期并非只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一种朝贡关系,这种关系更

非一成不变.但总体而言,以中国中央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是规模最大、持续最久、具有较强连续性和最

大影响的体系,目前学界所指即为这一体系,本文也同意这一观点.
参见〔美〕费正清、邓嗣禹:«论清代朝贡制度»,«哈佛亚洲研究学报»１９４１年第６卷;费正清等:«中

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５月版.这些该领域奠

基性和经典性的著作即以对清代该体制的考察为主,此后,中外学者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明清两代尤其是清

代,对以往各历史时期朝贡关系大多只是作为历史沿革和背景来予以考察.
朝贡关系起源于先秦,但作为中外交往的模式则形成于汉代.参见黎虎:«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上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版,第３３０页;陈尚胜:«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

６月版,第１６０页.



往独具慧眼、启人深思.各学科在客观上形成彼此呼应、相互补充的情形,并
且与海外学者的研究形成互动.不论在哪一领域,研究朝贡体制或多或少都

在看重它对当代对外关系的借鉴意义.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崛起后朝

贡体制是否有某种意义的复苏颇有猜测、议论和担忧.有国外研究者虽认为

朝贡体系今后绝无可能重现,但也质疑旧秩序的遗迹是否存在,以及“中国政

府和人民”是否完全接受和“内化”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理念.① 另有研究者断

言,随着中国崛起,朝贡体制将在东亚再现,甚至“在其(中国,引者注)全球霸

权的背景下,还会对国际体系产生更广泛的影响”.②

本文谨就朝贡体制的若干问题提出个人观点,试图对这一体制在当代地

区或国际秩序构建及学科建设方面是否具有借鉴意义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大一统”与“君临天下”观念妨碍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以朝贡体制作为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基本框架这一论断被提出以来,尽管

一直存在种种批评和争议,③但中外学界普遍予以重视,并将之作为研究基础,

以致几乎在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与朝贡体制二者之间画上等号.④ 与其他概括

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的词汇如册封体制、纳贡体制、封贡体制、华夷秩序、宗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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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康灿雄:«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陈昌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５
月版,第２００、２０２页.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１月版,第２９７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对费正清等海外学者观点的认识经历了逐步深化的过程.在总体认可的

同时,大都指出其研究方法和体系中的缺陷与不足,尤其是以朝贡体制作为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基本框架的

偏颇之处,指出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并不只有朝贡关系一种载体.也有学者根本否定朝贡体系的存在,认为

费正清和滨下武志等学者所称的朝贡体制与宗藩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虚拟的中国文献演绎出来的.
参见庄国土:«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开拓事业的破坏:兼论朝贡制度的虚假性»,«厦门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７６页.也有学者认为,朝贡体制虽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这种分析模式使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解读被僵化和概念化,并强调西方冲击才使中国和东亚走出这个模式,而这正是“欧洲

中心论”的体现,参见李扬帆:«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１５００—１９１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３月版,第８７页.有学者主张应消除费正清东亚朝贡体系概念的使用和传播,因为这对外部特别是

周边地区认识现代中国外交产生了误导甚至负面效果,参见苏长河:«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

文化和制度阐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２３页.在国际学术界,费正清观点因其“西方中心

论”色彩也受到日益增多的批评与挑战,“从新的角度来重新探讨古代朝贡关系问题,遂成为东西方学界的

日渐一致的共识”,参见权赫秀:«中国古代朝贡关系研究评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１２６
页;张锋:«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３３页.

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７
期,第８页.



制和天朝礼制体制等词汇相比,朝贡制度这一命名得到广泛承认和应用.①

诚如有学者所言,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最能关系到整个世界秩序的思想就

是“大一统”.② 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影响着古代中国国内的政治制度,也对古代

中国的对外关系影响深远.自西汉以后,儒家思想渐获中国帝制时代意识形

态统治地位,其影响日益深入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朝贡体系为主要

载体和基本特征的对外关系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一切“对外”关系也都是内政,没有“国家间”外交的观

念,也没有与中国平行的、多元的国家的观念.③ 在这种认识或想象中,华夏居

于“天下”中心,周邻各族及一切外国均为中国藩属,处于教化之外,尽管不否

认其中有些国家也具有“略似中国”(如明太祖对高丽的评价)的高度文明.从

华夏到诸夷,形成一种由中心向边缘渐次扩展的格局.中心和边缘的范围是

不断变动的.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中央王朝直接统治区域也在渐次扩

大,原先的边缘地区被纳入版图,成为“中心”的一部分,这也就是“以夏变夷”
的过程,而距离更远的民族又成为新的边缘地带.华夏本土与远近区域共同

构成所谓“天下”.“天子”拥有统治天下的权利,“君天下曰天子”.④

在古代帝王眼中,一个王朝的覆灭,是因为失去了“天命”;新王朝“奉天

命”而建,“君临天下,以承正统”,⑤就自然拥有对“天下”的权利和责任.诚如

明太祖在明朝建立之后立即诏告邻国所言,“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
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⑥“朕效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

中外人民咸乐其所”.⑦ 他的继承者明成祖亦谓“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

地之大,无不覆载”,⑧“朕统承先皇帝鸿业,抚驭华夷,嘉兴万方”⑨等等,此类宣

示充斥于历代帝王各种文献之中.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为保持和深化帝制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而制定的那些

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等框架,也自然延伸到帝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与原则之

中,要求帝国周边及远近各国,在“君臣父子”等儒学框架原则下,同中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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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华:«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版,第２页.
同上书,第１０页.
同上书,第１６页.
«礼记曲礼».
明太祖谕安南、占城诏,«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七.
明太祖谕安南诏,«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
明成祖谓礼部臣,«明成祖实录»卷二十三.
诏锡兰山国王,«明成祖实录»卷八十四.



建立和平、稳定的关系.① 或者说,“人与人的关系,以男权、父权、夫权、君权为

准”,下一级从属于上一级,上一级对下一级示以恩惠,“反映在国际关系上的

是,小国对大国,是‘以小事大、事大以诚’;大国对小国,则是推广声教,与小以

仁,而不施行政治控制”.②

在这种观念下,一切来自域外的外交行动甚至商业行动,皆被主观地视为

对天朝的朝拜和贡献.早在两汉时期,各种史籍中的相关记叙就接连不断,例
如“(汉)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③“(西汉)元封三年,大秦国贡花蹄牛”,④

“(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东汉)桓帝延

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⑤“(东汉)永宁元年,
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⑥等等.尽管唐、宋、元历代海

外贸易和海外联系已经达到相当规模,来华各国外商数量众多,中国海商足迹

也已远达印度洋绝远之域,郑和下西洋规模空前,记述海外各国情况的历史地

理著作也已出现多种,但明清时期官方及士大夫阶层仍以两千年来的一贯目

光看待各国与中国的关系,不但包括传统邻国,也将新近进入中国视野的欧洲

国家纳入这个“遣使贡献”的序列.明朝初建,朱元璋在对“四夷诸邦,皆遣官

告谕”的同时,也两次派人“赍诏往谕”拂菻(拜占庭帝国),“不可不使天下知朕

平定四海之意”,而至清朝所编之«明史»在记载此事结果时仍表述为其国“乃
遣使入贡”.⑦ 当遇到循海路最早来到中国南部海岸的欧洲列强时,中国依然

认为它们不过是偏处南洋一隅、向所未闻、又凶狡有加的小国,并想当然地认

为它们不过为求封贡而已,清人也照旧表述为:“佛郎机(葡萄牙,引者注),近
满剌加(正德)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诏给方

物之直,遣还.”对曾经占据我国台湾的荷兰,虽知“其本国在西洋者,去中华绝

远”,但又称“和兰(荷兰,引者注),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永乐、宣德时郑

和七下西洋,历诸番数十国,无所谓和兰者”,⑧显示出认识的含混模糊.在历

代正史中,对境内诸番、四夷诸邦、绝远之域均分别列传以示区别,但对它们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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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８年第６期,第３７页.
黄枝连:«天朝礼制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版,第９２页.
(西汉)刘歆:«西京杂技».
(东汉)郭宪:«别国洞冥记».
«后汉书西域传».
«后汉书西南夷传».
«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四外国».
«明史列传第二百十三外国».



贡行为的记载往往混编在一起,没有明显区别,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是都向朝

廷进贡.正是这种大一统思想指导下的天下观念在相当长时期内主导着中国

看待世界的眼光和视角.
将这种关系制度化的载体是朝贡体制,而使这种制度得以维持和运转的

手段是儒家思想中特别强调的“礼”“礼义”和“礼治”,“通过礼仪将外邦‘番王’
纳入中华帝国尊卑有序的体制之中,这种做法不过是将国内的儒家社会秩序

扩大后照搬到外界中去罢了”.① 几乎所有研究朝贡体制的学者都非常强调

“礼”“礼义”和“礼治”在维持朝贡体制及中外关系中的作用.
“礼”在古代中国起着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同时也起着调

整对外关系,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作用,从而形成了作为朝贡

制度不可或缺的朝贡礼仪,而历代中国君主就从这一遍遍被反复演示的礼仪

中一再体味到“光被四表”“协和万邦”的自豪感或自大感.在这套礼仪制度

下,尤其在明清两代,四夷外国来华朝贡的贡期、贡道、规模、表文(朝贡方君主

“奉表称臣”的体现)、贡物、朝廷的回赐、册封等皆有明确规定,朝贡事务管理机

构完善而具体,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署,既有朝贡事务主管机构,也有负责某项

具体事务的关涉机构,各部门分工明确、密切配合.② 朝廷正是通过这套册封、上
表、纳贡、赏赐等仪式,确认皇帝与外来者的君臣身份,彰显双方的尊卑位阶,并
将这些外来者定位为藩属,纳入中国与周邻国家共构的“中华世界秩序”.③

是否尊奉和践行华夏之礼,成为文野之间的分界线,也成为藩属是否尊奉

宗主、归化华夏文化的标准.即使并不具有臣属性质的外国,只要承认并遵循

这些礼仪,即被认可为这个体系的成员,有学者称其为“礼仪性的朝贡关系”,
与以政治臣属为前提的“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相对照.④ 即使事关两国领

土争端的大事,只要对方“尽礼”,朝廷亦可“加恩”将争议之地“赏赐”对方.⑤

而自１８世纪末期马嘎尔尼使华事件,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渐遇“数千年未

有之变局”时,中国朝廷依然汲汲于“觐见礼”之争.但是,朝贡体制的缺口首

先是在这个问题上被打开的,中国对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看法也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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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版,第２２２页.
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５月版,第８９、１４２页.
尤淑君:«宾礼到礼宾:外使觐见与晚清涉外体制的变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版,第２页;何芳川:«华夷秩序论»第３８页.
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第５９页.
如广为人知的雍正年间安南与中国云南边境地区的“四十里土地”之争.参见(清)王之春:«清朝柔

远记»(原名«国朝柔远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６月版,第６８—６９页.



发生变化.①

二、天下观念、华夷秩序和朝贡体制都不以平等为基础

近代欧洲列强在其全球扩张过程中进抵东亚,传统的朝贡体制遭到前所

未有的冲击并且终致崩溃.近代以来有两种国际关系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

系和殖民体系,前者包含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国家主权原则、领土原则、平等原

则、条约原则与和平原则等体现着人类的进步,人们相信它们最终将为整个世

界所接受.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原则即使在西方国家之间也并未付

诸实行,而西方列强到东方世界的过程更是借助血腥残暴的殖民体系,直至现

在,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在国际关系中依然横行.因此,随着东亚地区在经济

上的崛起和中华文化的复兴,传统的天下观重新进入人们视野.因此,有学者

“试图重新创作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使之成为一个能够超越国际政治并且建

构世界政治的概念”.② 这一观点认为,古代中国的“天下”观给现代世界提供

了历史经验.在一个万邦协和的大世界,没有内外、你我之分,所有人都被平

等对待.如果想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实现真正的稳定统一,就必须采用儒家的

天下主义立场,推行王道政治,实施天下方案.但是,这种观点受到一些质疑

和批评,比如,葛兆光批评这些学者把古代中国想象的“天下”改造成针对现代

世界秩序的“天下主义”,并以此设计一个“不再有大国小国的区别,也不再有

文明落后的区别,即消除了国界与种界”的世界制度,因而,它不仅为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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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此问题论述甚多,参见〔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
三联书店１９９３年５月版;〔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长春译、刘明校,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１月版;尤淑君:«宾礼到礼宾:外使觐见与晚清涉外体制的变化».尤淑君书对

有关论述及批评所举甚详.
对于西方冲击与朝贡制度的终结,人们通常认为是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事件使中国对外关系传统模式

受到根本性冲击,参见张小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
期,第５７页.也有学者认为,更早时期的朝贡体系即因西方海外扩张的撞击而被破坏殆尽,参见万明:«中国

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４月版,第３１４—３１５页.这些

观点都认可西方冲击的作用.李扬帆认为,１６世纪９０年代,日本侵朝战争和明清易代导致朝鲜的心理抗

拒,使东亚主要行为体自行终结朝贡体制,而与西方冲击无关,参见李扬帆:«涌动的天下»,第１５页.但笔者

认为,在长期历史中,朝贡体制曾经频繁出现各种变化包括破坏性变化,如宋代各种朝贡关系的复杂性.诚

如黄纯艳所言,“宋代以降,不惟‘东亚世界’运行原理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个朝贡体系的运行原理都发生巨

大的变化”的状况,参见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１月版,第１９页.包括元帝

国武力建立“蒙元秩序”和多次对外战争使朝贡传统受到巨大冲击.壬辰倭乱和明清易代的影响应与此类

似,而与朝贡体制的终结无关.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版,第１页.



奠定基础,而且为世界的未来立法,“在对美国主导现行国际秩序的质疑声浪

越来越高涨的情势下,一个作为现行国际秩序替代方案的天下秩序,好像真的

可以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一个更加公正、平等与和平的世界”.① 柯岚安(WilＧ
liamA．Callahan)对赵汀阳观点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思潮提出严苛而多方面批

评,称“«天下体系»的成功表明,中国内部有一种以中国方式解决世界问题的

热望,一种以民族主义的方式解决全球问题的渴望,特别是当他们提倡一种爱

国主义形式的普世主义(apatrioticformofcosmopolitanism)时尤为如此”,并
认为“天下的乌托邦主题恰好呼应了中国最新的外交政策表述:和谐世界”.②

李扬帆对柯岚安等天下秩序观念的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认为它们“对于重塑世

界秩序观念构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他认为,“天下观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弹

性”,“虽然在体制上和结构上不存在重建天下秩序的可能,但是,天下观却可

以尝试着拯救民族国家于困境.这并非是乌托邦思想的构建,而是对乌

托邦思想的价值的当代沉思”.③

对古代天下观念的发掘和思考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但是,笔者认

为,对天下观念的探讨不能忽视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天下”决不是平等的,它
始终内外有别、远近不同,夷夏之间尊卑分明,“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

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④

以这一体制最为典型的明王朝为例可以进一步分析.明王朝是经历异族

侵凌压迫已久的汉族人重新建立的政权,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族政权“历
史版图”.明朝在对内重建汉族统治的同时,对外力图恢复“天朝”威望,重建

华夷秩序及作为其制度体现的朝贡体制,再建中央王朝的天下宗主地位.但

或许正由于这些原因,明朝统治者对异族异国的不平等观念似乎表现得比历

史上的任何汉族王朝、也比清王朝都更加强烈.从明太祖和明成祖相继即位

后立即诏示外国促其朝贡的表现,其诏书和言谈中的自我认知,以及对“诸番”
“外夷”的认知和评价,都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年),谕礼

部咨暹罗国王:“自有天地以来,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国四夷之礼,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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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葛兆光:«对“天下”的想象»,http://www．２１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２０１５１００８１２９４４８．
html,２０１５Ｇ１２Ｇ１０.

〔美〕柯岚安:«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天下、帝国和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第
５５—５６页.

李扬帆:«涌动的天下»,第８００页;李扬帆:«被误读的天下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
２４页.

朱元璋:«奉天北伐讨元檄文».



皆然”;①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年),成祖谓礼部臣曰“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

之大,无不覆载”;②而宣德三年(１４２８年),明宣宗御制«驭夷篇»则称:“四夷非

可以中国概论夷狄非有诗书之教、礼义之习,好则人,怒则兽,其气习素

然然非我族类,故其心叛服不常”.③

在这种认知下,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华帝国对他国不可能有平等意识.

从明朝诸帝写给诸国国王的玺书诏谕等看,大都和缓委婉、礼数周全;对拒绝

服从明朝的国家,希望其“省愆从善”,但并不“恭行天罚”;对待使臣番商等来

华人等,或予以优容、赏赐丰富;对其违反明朝禁令者,或宽大有加;甚至对被

俘献京师的锡兰山国王,亦不加治罪,赦放归国.如此种种,综合起来,给人印

象并非是“从睦邻友好的愿望出发”或“有利于友好关系的发展”,而是出于“天
朝上国”对远番蛮夷居高临下的优越心态.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以中国为中心,其他都

是边缘,而且愈“边缘”愈“野蛮”.中国在几千年中一直是东亚地区最大和文

明程度最高的国家,是东亚国际关系的中心,对邻近地区有广泛深入的文化辐

射和政治影响.这使中国人在看待邻近地区时难免滋生优越感.尽管时代变

迁、社会进步、观念变化、意识更新,长期传统导致的习惯却未必得以彻底消

除,并往往在不经意间显现出来.
“洛邑从来天地中”,④这不仅仅是诗人的想象.初民总是自然而然地以自

己所居住的地方为天下中心.至少自«周礼»以来,将中原看作天下之中的观

念即已出现,汉代以后逐步定型,至隋唐而成为普遍接受的说法.⑤ 对“天下”

来说,中国是其中心,而中心的中心即在中原、豫州或者洛邑(洛阳).与“中
心”相对遥远的四方就是“边缘”.“边”,汉以前即已成书的«尔雅»释为“垂
也”.汉代«说文»亦释曰“行垂崖也”;而释“垂”为“远边也”;“崖”为“高边也”;

晋郭象注«庄子»“将为汝言其崖略”曰“崖,犹边际也”.南朝«玉篇»释“边”曰
“畔也,边境也”.«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先祖“居于北蛮”,唐司马贞为其所

做的«索隐»引东汉末张晏«汉书注»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引乐产«括地

谱»(年代不详)云“避居北野”,此处“北边”“北蛮”“北野”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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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四.
«明成祖实录»卷二十三.
«明宣宗实录»卷三十八.
苏轼:«追和子由去岁试举人洛下所寄诗五首暴雨初晴».
王邦维:«“洛州无影”与“天下之中”»,«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９９页.



可见,从很早时期起,“边”就是站在“中心”地区的人举目四望而对“边缘”

地区的自然称呼,并引申出“边界”含义,如«汉书陈汤传»的“(匈奴单于)遁
逃远舍,不敢近边”.由此出现“边疆”“边陲”“边邑”“边鄙”“边塞”“边境”“边
地”“边远”“边防”等语.唐代杜佑所著典章制度史专著«通典»设有“边防典”

十六卷,记叙边地各族与境外各国史地概况.与“边”及相关复合词用法大体

相同、用于指代中心区域以外地区的,还有“四裔”一词.«国语晋语»之“师
之所不材也,以实裔土”,“裔土”即指边远地区或“蛮夷之国”所在地区.西汉

扬雄«方言»:“裔,夷狄之总名.”东晋郭璞注曰“边地为裔”.在一些历史文献

如北宋«册府元龟»中,“边境”“边陲”等与“四裔”同用.“夫四裔者居中国之

外”(«册府元龟»“外臣部”),在传统观念中,“四裔”与“四极”“四荒”“四海”(如
«尔雅释地篇»)等一样,是与“华夏”“中华”“中国”“上国”相对而存在的,“华
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边缘的“夷狄”则代表偏庶、边缘、卑
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在«楚辞招魂»等篇中,四方的“雕题黑齿”(雕画额

头、涂黑牙齿,引者注)之人,与蝮蛇、封狐、雄虺等并列,“他们看四方,真都是

‘魑魅魍魉’的世界”;①«左传»称舜“流四凶族投诸四裔,以御螭魅”,«史
记»亦有同样表述,“四裔”果然都与螭魅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这些早期认识是对未知世界带有神话色彩的想象,那么,此后千百

年间时移世易,这种态度却没有改变,“夷貊”“夷貉”之类词汇充斥史著.在族

际对立尖锐、“夷狄之患”严重的宋代,正统(或道统)观念突出、夷夏之防和“尊
王攘夷”之学兴盛.例如,苏轼即根据«春秋»中“王者不治夷狄”一语提出:“夷
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② 因此,前述

明成祖称“蛮夷禽兽尔”,明宣宗称夷狄“好则人,怒则兽”,这种观念也是源远

流长.正如«通典»“边防序”所说:“覆载之內,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

气正”;而“夷狄”则“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

之所不及”.这些认识自然是基于华夏中土文明高于周围民族的事实,但也正

是这种事实使中土之人形成对周邻民族的不平等心态.

清朝以原先的夷狄身份继承明朝的国土,并且随着其开疆拓土而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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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顾颉刚、童书业:«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童书业著、童教英整理:«童书业

著作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８２—４８３页.
有关讨论可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２月版,

第４１—６５页.相关讨论参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版,第６０—６１页.



国”范围不断扩大,包括满族及其地域在内的很多原先的“四夷”进入“中国”的
版籍.为强调其统治的合法性,特别是面对汉人的抵制和反抗,清政府对中国

传统的华夷观进行变革,逐渐形成“华夷一体”和“天下一家”的观念.① 但是,

这种观念似乎并不适用于外国人,特别是夷夏之辨内容发生变化,西方国家闯

进清代国家生活后,其人相貌服饰“骤见能令人骇,粤人呼为鬼子,良非丑

诋”,②传统的“夷人”称呼之外又加上“番鬼”“西洋鬼”“鬼子”等称号.鸦片战

争前后,一些清朝官员在面对西洋人对“夷人”“鬼子”等称谓的质疑而引经据

典或故作玄虚的辩解,则反映他们已经认识到,西方国家与历史上所说的夷狄

有所不同,因而,千方百计地试图将“夷人”“鬼子”等词“去污”,以淡化其贬称

的含义.１８５８年,«中英天津条约»以法律形式废除了以“夷”称呼西方的

做法.③

由此看出,中国古代天下观念中的“天下无外”精神,不仅从未体现在对外

关系的实际运作中,甚至从未“内化”为朝野各界的思想观念.因此,对天下体

系“只有内部性而没有外部性,无人被理解为不可接受的外人,没有一个国家、

民族或文化被识别为不可化解的敌人,任何尚未加入天下体系的国家或地区

都可以被‘化’入天下的共同存在秩序”“天下概念意味着,任何外部性都总能

够被化为内部性”④的认识就落空了.

有研究者指出了朝贡体系形式上的不平等和明确的等级制度对东亚长达

数世纪的和平与稳定的塑造,以与强调平等和均势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却充

斥不断的冲突和战争的状况进行对比.但是,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以来,

平等已成为国家发展的规范性目标和国际政治的基础性、长久性事实,平等概

念早已深入人心.⑤ 历史上曾具有的积极意义,已与现代世界的理念背道而

驰.一些具有负面色彩的词汇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观念的影响却不会很快

去除,只是人们未必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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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版,第５２页.
有关这一问题的有趣讨论,可参见王小红、何新华:«天下体系:一种构建世界秩序的中国经验»;刘

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
赵汀阳:«以天下重新定义政治概念:问题、条件和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

６页.
〔美〕康灿雄:«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第３—４页.



三、朝贡体制并非完全靠和平方式建立和维持

与曾经和仍然存在的各种世界秩序或国际关系体系相比,“华夷秩序”给
人的深刻印象,不仅是其历史悠久和连贯(尽管在若干时期曾经遭到严重破

坏),更重要的是它独一无二的和平特征.
中国文化在治国之道方面的“贵和”特质显而易见.同样,这种特质也表

现在对外态度方面.这与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有关,与中国农业文明特

质有关,也与中国较早即已形成大一统局面有关.钱穆认为,游牧民族与商业

民族由于“内不足”而需向外寻求,对自然对外界都先具敌意,因此,其文化特

质常见为“征伐”和“侵略”;而农耕文化仰赖自然,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只需

“顺”“和”,因此,农耕文化的特征常见为“和平的”.此外,由于西方历史永远

在列国纷争、此起彼伏的斗争状态下,这种“我与非我”的两体对立观念使西方

人常常“向外看”,特别注意在空间的“扩张”及“权力”和“征服”上.而中国则

因其大一统的和平局面,而更注重对内问题即“向内看”,而常常不把对外问题

看得重要.①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具有深刻的儒家思想烙印,它以 “协和万邦”为理想,在
中国兴盛时代,邻国的依附,是由于文化的交流而非武力的征服,而治国者从

不以征服异族为荣.“中国之军事思想以安民利民为目的,而用兵则在诛伐暴

乱,拯救人民为事,此与西方兵学家以崇尚杀戮征服者大异其趣.”②当代学者

看重朝贡体制或华夷秩序的和平性质,尤其是将这种体制与西方殖民体系进

行对比.继承传统的“贵和”思想,吸取古代对外关系中“和”的精髓与真谛,承

袭其“和”的基因,对今天构建新的世界秩序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思想、朝贡体系或华夷秩序的和平性质,人们往往认

为,中国在历史上与他国一直是友好相处、和平交往的.这样的认识确实反映

了多数时期的真实历史情形,但是,朝贡体系或华夷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决不仅

仅依靠和平方式实现,相反,经济力量和武力后盾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有人挑

战这种秩序,朝廷不惜使用武力.许多学者也指出,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中有非

和平的一面,尽管中国早已失去对外扩张的需求和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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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在若干历史时期与邻国发生交恶和战争.①

明初的郑和下西洋一事常常被当作古代中国和平外交的典型范例,但是,
郑和事迹表现出和平外交表象背后的强大武力威慑战略.在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中,威慑“就是让对手相信,他为采取某种行动而付出的代价或所冒的风险

会大于收益”,甚至认为威慑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即以制裁相威胁或是许诺

予以报偿,以阻止另一方做某事.威慑既是军事技术概念,也是心理—政治概

念.当威慑的基础是建立在足以给进攻者以“难以承受的打击”的军事力量之

上,同时又有明确的意图和坚定政治意愿来实施这种惩罚时,威慑才是最可信

的.要维持威慑的有效性,就必须把自己关于威慑能力的信息传达给敌手.②

“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③正是明成祖给

予郑和的指令.“给赐”即“许诺报偿”,“以武慑之”即武力威胁,“耀兵示富”即
在表明威慑的军事及经济后盾.

论者常常以郑和在前后历时２８年的七次出访中只有三次使用武力的事

实,来说明郑和使团的和平性质.但是,这三次武装行动显然是富有军事经验

和才干的郑和把握时机、选择对手、精心策划的,而且都充分达到目的,这恰恰

说明了郑和在忠实执行明成祖的威慑战略.第一次行动是在旧港(原三佛齐)
抓捕华人武装海商集团头目陈祖义,直接原因是陈祖义企图率众邀截郑和船

队.这是一次针对海外中国人的行动,其目的是打击违反海禁政策的海外流

民.此一战役同时还达到使“诸夷闻之震慑”的目的,明朝并在该地“设旧港宣

慰司”,该地“自是屡入贡”,④明朝取得对这一连接东西洋的战略要地的控制.
第二次行动是永乐十年抓捕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国王亚烈苦奈儿.原因是此

人“敢违天道,傲慢弗恭,逞其凶逆,谋杀朝使”等等.⑤ 抓捕的结果是册封新

王,“自是海外诸蕃益服天子威德,贡使载道,王遂屡入贡”.⑥ 第三次则是永乐

十三年干预苏门答剌宫廷内斗,擒该国“伪王弟”(或伪王之子)苏干剌,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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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１年第６期;徐波:«与
邻国的历史认知差异及国民间的互信缺失»,«领导者»２０１４年第２期.康灿雄指出,从明朝建立到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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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忆恩的观点,认为中国与东亚的和平并非由文化因素决定.参见〔美〕康灿雄:«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

易五百年»,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

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７１、３７９—３８０页.
«明史郑和传».
«明史»卷三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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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干剌以颁赐不及己,怒,统数万人邀击”郑和使团.此战结果也是“诸番振

服”“番夷闻之震栗”.①

可见,这几次战役都达到“耀兵异域”和“以武慑之”的目的.使用武力不

在多寡而在于质量,郑和的几次军事行动显然不仅在战役战术层面,而且在国

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层面都属上乘之作,显示其作为伟大军事家的素质,应该说

实现了明成祖在东西洋的战略部署.郑和本人也特别强调这几次行动在其使

命中的特殊地位:“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

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②

不仅如此,郑和在第一次出使中还执行了配合明军在陆上对安南采取军

事行动的任务,尽管没有直接参与战事.③ 在第三次出使中,他还排除暹罗对

当地控制,直接操纵建立了满剌加王国,此后,满剌加在中国支持下获得独立

发展达１１７年之久.没有强大的武力后盾,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④

四、朝贡体制对中国海外贸易的损害

朝贡体制的经济属性或商业属性也是论者普遍关注的问题.⑤ 根据朝贡

礼仪,朝贡方须向中国朝廷交纳贡物,以本国土特产为主,朝廷则予以回赐.

以明代为例,明朝政府的回赐原则是“四夷朝贡到京,有物则偿,有贡则赏”.⑥

“正贡”(即向中国朝廷交纳的“正式”贡品)体现的是臣下对天子的孝敬之情,

不能以钱财衡量,因此“例不给价”;而对“正贡”以外的“附进货物”采用“关给

钞锭,酬其价值”,既由官方“给价收买”(后为限制朝贡规模及修正回赐过厚等

而改为给价收买加抽分即征税).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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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载郑鹤声、郑一均主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增编本)»,海
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上册,第１５５页.

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北京: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６月版,第２５６—２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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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认为明朝奉行对外侵略政策.这是与明初所面临的外部局势及据此制订的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所决定

的,此不赘述.
费正清认为,朝贡体系经久不衰的奥秘在于它是一种巧妙至极的贸易工具,参见〔美〕费正清:«美国

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４８页;〔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

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７、３８页.
«明宪宗实录»卷六十三.
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第７８—７９页.



历代朝廷在朝贡体系中看重的是朝贡国的归附与效忠,因而,均取“厚往

薄来”政策,回赐价值往往远高于贡品价值.仍以明代为例,其结果就是促使

朝贡国愈加频繁入贡、入贡使团人数愈益增多(每位成员均可获得赏赐),并且

附带越来越多的“附进货物”,而好大喜功的朝廷只能如数购买.尤其明代厉

行海禁,朝贡成为海外国家来华贸易的唯一途径.一方面,明廷“厚往薄来”以
怀远人;另一方面,朝贡国为获取经济利益,往往置贡期规定于不顾.总体而

言,“正贡”其实往往只占朝贡使团所携物品的很小比例.大量的则是各国国

王、贡使甚至商人的附进物品,其数量往往是“正贡”的十倍乃至几十倍,这成

为朝贡贸易的主要物品.正是大量这些“附至番货”进入中国,导致明代朝贡

贸易空前繁荣.① 郑和下西洋受到沿途许多国家官民欢迎,一是因为中国给赐

甚厚,二是因为得到一次与郑和使团进行贸易的机会.随着郑和远航,众多遥

远国家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尽管多数只是暂时的关系),一批批使团,甚至

国王和王家成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连远在印度的古里都“遣使千二百人入

贡”,明成祖敕“给赐,遣返.其以土物来市者,官酬其值”.②

这种状况终使朝廷不堪重负,“入贡既频,劳费太甚”,致使“岁时颁赐,库
藏为虚”,③不得不多次对一些朝贡国家做出限制.许多过剩的贡物不得不作

为文武百官的赏赐品甚至用于折支官员俸禄.滨下武志指出,“在这种交易网

络得以形成的背景里,有华侨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活动以及移民,这个贸易网

与朝贡贸易网形成了表里一体的关系.也就是说,通商也以朝贡贸易体系为

媒介得到了扩大”.他还指出,“朝贡贸易成为和欧洲的中转贸易这一点也值

得重视”.他以清朝康熙雍正年间亚洲各国朝贡品中出现西洋纺织品为例,认
为朝贡贸易以具有中转贸易功能.“朝贡关系作为多样性的朝贡贸易网络而

存在,朝贡贸易内部形成的多边贸易关系,以及贸易网络存在从外部吸收商品

这一点等等,是应该把朝贡关系作为体系来考察的第二个理由.”④实际上,早
在明代,占城、暹罗、爪哇、满剌加、天方等国贡品中就有多种西洋物品.⑤

但是,这种以朝贡形式开展的贸易活动的严重局限性,总体而言,它未对

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促进作用.朝贡体制是在儒家思想指导

下运作的,其目的在于通过使四邻外夷对天朝礼义制度的“慕义向化”和“稽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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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臣”,来维系帝国政府的合法性与安全性,其基本诉求更多地是“对内”而不

是“对外”,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对外”的需求从属于内部需求,“对外”的
合法性服务于“对内”的合法性,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只是达到此种以“内向”

为主的政治目的的手段.费正清指出,朝贡的贡品对帝国财政裨益甚少,而朝

廷的相应赏赐,其价值往往与贡品相当甚至远远超过贡品,在这种显然不公平

的经济交易中,中国皇帝所得到的是其统治所需要的权威,因为四周远人的朝

贡能够增加其权威,换言之,外国统治者的臣服使其合法化.对外国统治者来

说,他们渴望帝国的巨额赏赐,并希冀有机会买卖其他中国商品如茶叶、丝绸

等.在谈到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时,费正清也指出,明成祖的计划就是“将南亚

与东南亚诸国都纳入朝贡的体系之中”,在谋求商业利益之外,“另外一个原因

则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即力图将全世界都变成中华帝国的朝贡附庸”.① 黄

枝连指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汉族社会制度具有农业社会特点,国家体

制虽具有“大一统”性质,其外事活动和政策却具有重农轻商的内向的特点,它
不能赞赏非农业社会的特点,从而不能跟它们进行持久的、系统的交流活动.②

笔者认为,所谓非农业社会应包括前农业社会和后农业社会.与中国维

持较为稳定的朝贡关系的关系大多是“略似中国”的东亚农业国家,而一时与

中国建立起朝贡关系的远方国家,如郑和所经之处,许多处于前农业社会阶

段,因而双方不能维持较久的关系.而一旦遇到“后农业社会”,农业的中国必

然陷于严重不适.这可以解释中国在面对东来的西方国家时的态度和做法.
“所谓‘朝贡贸易’,是一种政治活动,并不受经济活动和商品活动的规律影

响”,③因而,也不会带来对经济的促进,相反,朝贡体制达到鼎盛阶段的明清两

朝,又正是对民间经济活动限制和打击最严重的时期.以明初为例,由于各种

原因,明初对民间与海外交往相当戒惧,“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④“仍禁濒

海民不得私出海”,⑤这是也由此开始了明代海禁政策,其后,又多次“禁濒海民

私通海外诸国”“禁民间用番香番货”等等.在朝廷看来,海外贸易与人民出

海,远离官府监督,有里通外国之嫌.唯有全面禁海,并极力减少朝贡贸易,才
能杜绝隐患.一方面重建“万邦来朝”的朝贡体制,另一方面严禁民间海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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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第２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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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１１９页.
«明史列传第九十三».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易,这是明初海外政策的两个方面,互为表里.

明成祖朱棣以篡逆继位,更需以“万邦来朝”盛况彰显其帝位的合法性,继
位之初即“遣官往赐”诸国番王,对诸国“输诚来贡”的殷殷期望之情非常明显,

同时,改变全面海禁政策,招徕番商入华贸易.但明成祖继续严厉打击民间海

上贸易,他继位伊始即下诏“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番下,交通外国,

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①并且更加严厉地打击海上私商贸易和中

国海上游民,他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

出入”.② 禁止民间建造出洋海舶和将已有的海舶改为不能出远洋的平头船,

是对中国海商的致命打击,宋元以来凭借中国帆船纵横东亚、印度洋水域的中

国海商从此被釜底抽薪.③

有研究者认为,早在宋元时期,我国造船业和航运业已非常发达.指南针

在北宋时已应用于航海,南宋时已成为中国海舶普遍的导航手段.宋元时期

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宋代出使高丽的“神舟”,其规

模与郑和“宝船”不遑多让.宋元时期中国帆船和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

角,其活动领域之广也远非前代可比.据唐、宋、元史料,这一时期中国对东南

亚与印度洋国家和地区的了解已相当丰富且日益增多.唐代前期宰相贾耽考

订的«广州通海夷道»,提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２９个国家和地区.南宋后期

«诸蕃志»记载南海５３个国家和地区.元代前期«大德南海志»记录与广州通

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１４２个.元末«岛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达２００多个,

其中９９个国家和地区是作者汪大渊亲身所经历、耳目所亲见,遍及东南亚和

印度洋沿岸.仅在«岛夷志略»中,涉及的海外物产和商品的种类就达３５２种.

郑和所经历的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未超出元代华商活动的区域,所获得的海

外资讯整体上也未超出元代华商所知.④

明朝政府一方面希图彰显“万邦来朝”盛况以显示威力、渲染太平、满足虚

荣心;另一方面,严格控制海外贸易,对本国商人出海厉行封禁,终致毁灭宋元

时期中国海商已经取得的杰出成就,从而在即将到来的全球海洋时代完全失

去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终致落后于时代.这是历史留给中国的巨大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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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人们对朝贡体制的讨论,总是在与源自西方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对比

中进行的.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说,整个世界被逐步纳入这种全球性体系的过

程,也正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

世界”“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

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① 如马克思在讲到不列颠在印度

的统治时所说的破坏的和重建的双重使命一样,②在国际关系中,西方破坏了

传统的东亚朝贡体制,也要在东亚按照西方的面貌建立起新的国际关系体系,
但是,这个建设性的使命却不是西方所能够完成的.迫使朝贡体系退出历史

舞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虽然它使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定了国家间关系的一些基本准则,它在西方国家间的实

施虽然在长时间内步履维艰、摇摆徘徊,但在理论上及一定程度上毕竟获得普

遍的认可和实践.但是,诚如马克思所说,当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

向殖民地的时候,这种文明的极端伪善和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面前,它
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③ 随着列强殖

民扩张而来的首先并不是上述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准则,而是野蛮的殖民体

系.只有在打破殖民体系之后,上述准则才真正推广到全世界,此时,国际关

系体系已不再是单纯源自西方的体系,非殖民化进程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

中国家在国际关系实践和理论中所做出的一系列贡献,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

完善和丰富了上述准则,并且这个过程仍在继续中.正是在此进程中,人们重

新想起曾经在东亚实行了千百年的传统区域性体系,并且试图从中寻找有助

于改善国际关系实践并且重塑国际关系理论的借鉴意义,这是朝贡体系重新

进入人们视野的历史和国际关系背景.
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思想和实践中的积极因素,但有些分析

将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一些理念和理想,与实际运作中的对外关系体制混淆

在一起.实际上,有必要将理念和理想与具体体制区分开来,看到二者间的差

距.渗透着儒家思想的古代对外关系理想,不是实际运作的体制所能够承载

的,因此,不应夸大古代朝贡体制对今天对外关系实践与理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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